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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不公平思考社会公正机制——国家福利 

潘  屹 

作者简介：潘屹，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96年于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及工作系获硕士学位。目

前就读于剑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系及东方系，博士论文题目为：农村社会福利。曾工作于民政部政策研究室，中国民

政杂志社，社会保障报，曾任华声月报主笔，公益时报执行总编。著有：《社会福利的变奏》、《走进福利天堂》等。 

  摘要：对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两极分化有诸多研究讨论，但它是市场发育阶段的必然过程。中国的富豪在世界上的

所占比例依旧很小，而且和发达国家同期相比，中国的贫富差距比例要小于英国、美国甚至瑞典。中国的问题是绝对贫

困人口的数字大，而且公民机会（如享受教育与医疗）不公平、权利不对等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这是造成社会矛盾激

化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议，重构国家福利，它是社会公正机制，是实现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的权利，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民

主和保障公民基本需要，通往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社会不公平、公正机制、国家福利 

  和谐社会，是我们期盼的社会环境。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的矛盾却加剧

了。原因何在？ 

  中国目前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如果不分析这些现象并相应制定社会公正机制，就不可能产生

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更谈不到和谐的社会。 

  在现代社会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人们有强烈的关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人们要

求实现社会公平表现在两个方面：1、因为有不公平存在因而要求“公平”；2、因为有的公民还没有满足最基本的“需

要”。社会确实有不平等存在的，科学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从社会分层理论和现实的贫富差距，以及精

确的基尼指数的计算，无数的研究与大量的事实证实了社会的不平等存在。实际上，不平等的存在是绝对的社会想象。

关键是，这种不平等是否公平才是问题的关键。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平等在中国的具体含义和其引发的不公平



的结果。根据这些不公平的存在，国家管理需要在国家福利政策制定上倾向于公平。 

  一、 收入分配不均是市场发育阶段的必然过程，但不可任其下去 

  收入分配是被人们最直接地引来作为不平等的依据。特别是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以后，人们的收入差别在增大。可

是在另一方面，事实是： 

  中国富翁人数比起发达国家是少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2005年底发布《中国理财市场》报告，指出中国内地已经是亚洲地区(日本除外)第二大财富

市场并仍将保持迅速增长，其中富有的群体拥有大约1.44万亿美元的资产。报告预计，中国富有人士的资产在未来几年

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在富豪中，财产是集中的，该公司负责人说，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

上。 

  同时报告还指出，目前全世界共有700多万百万富翁，其中200多万在西欧，400万在美国。那么剩下的100万分散在

亚洲和澳洲。这100万，要在以下地方摊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富豪以外，更有盘踞在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富

豪。所以，许多人抱怨中国的富豪如何，实际上，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富豪的数目所占比例还是很微

小的。所以，国家不应该限制富翁的发展。富豪给社会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带动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步。 

  贫富差距比起发达国家发展同期是小的 

  同时联合国数据显示，在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只占总收入或消费份额的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

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以上。许多人在呼吁，中国的基尼达到0.4，指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其实如果把中国

放在发达国家处于中国此时发展阶段的可比时刻，中国的财富差别的也要小得多。 

  比较三十年代的英国，人们被分为挣工资的和财产拥有者。那时，社会上2/3的财产被1%的人口拥有。一直到了1952

年，从1%的人拥有的2/3的社会财产下降到了他们拥有社会财产的一半。在分配上也是不平等的，在三十年代的英国，

1.5%人口拥有23%的个人收入(reisman, d. 1982:46)。 

  即使在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在1920年，最富有的2%人口占有了全部个人财富的60%的，占有全国人口95%比例的下

层人士只拥有已注册的净财富的23%。到了1975年，福利国的鼎盛时期，数字才有所改变，2%的富有人口占有的财富降到

了全部财富的28%，底层的95%人口拥有了56%的财富（bryson, lois, 1992:156）。 

  而在美国，即使在今天，最上层的5%人口仍占有全部人口收入的21%，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有低于4%全部人口的

收入（brown and lauder，2001:1）。 

  所以，在市场经济发育阶段，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必然过程。今天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个别现

象，不应为奇。只是与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相比，显得数字突兀。其实，即使国人，根据社科

院的调查，对这种差距的存在也采取了认知的态度。大约有70-80%的成员认为收入差距“应该”存在。但是认知差距存

在并不认为就接受了收入差距的巨大的反差。社科院调查数据同时显示，绝大多数的人（71.6%）认为，在他们居住的城

市或县里收入差距太大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收入差距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程度（李春玲，2006）。上个世纪的战后

西方国家，国家发挥了作用，以国家福利的方式干涉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所以会出现后来的差距变小。中国与西方不



同的是，中国的平等与平均在前，到了市场经济阶段才开始出现差别。所以，人们对贫富的差别的反应极为敏感。 

  但是，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字是巨大的 

  以上的论述决不是说中国的不公平现象并不严峻。问题不是富人不应再富下去，而是穷人不应该再贫困下去。中国

贫困人口的绝对高额数字耸人听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如果按照现行低收入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

于822元（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1/3），有8517万人属于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１个购

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１亿人，超

过农村总人口的10%。 

  同时，也并不是说，不平等可以被接受。当穷人们还没有基本的收入来保障饮食和住房，入学和就医时，另外的一

群富起来的人却可以花天酒地、肆无忌惮地挥霍。报载，杭州一家餐厅推出豪华19.8万元一桌的豪华年夜饭，但是，许

多地方农民一年的收入才上千元。这无疑是不公平的，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这种浪费会腐蚀社会成员的道德，败坏

社会风气。这时，并不是富豪的多少问题，甚至他们收入的多少也可以接受，而是富豪的奢侈生活造成的人们心理上道

德上难以接受的社会差别。不仅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引起了人们的反胃，在其他方面的更多的不公平隐藏着社会动荡的因

素。因为，这种巨大的浪费甚至腐败，所以，需要社会公正机制的存在。这个社会公正以国家福利的形式在西方出现，

国家干预，采取第二次分配。把社会上浪费的资源收集集中，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二、 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及不公平的其他表现 

  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不仅仅是明显的收入差距，还有更多的不公平存在，导致了社会差距的加大。除了一些经济政策

不完善外，从社会政策的领域分析，会发现有机会、权利和能力施展三方面的不平等存在。 

  1、 机会不平等，许多人失去了接受教育与医疗的基本保障 

  当前中国社会出示给每一个人的机会不是一样的。这个机会指平等地接受福利的机会，如就业的机会，接受教育的

机会，医疗的机会，和取得社会服务的机会等等。如果没有平等的机会，就增加了遭遇危机险境的机率。法律赋予人平

等的权利，但是，社会的设置构成或者政策的执行上，都不能把这种平等的意愿表达充分。而且有了权利并不等于有了

机会，这个权利需要社会去提供机会才能够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给予人公平竞争的场所，让人得以按照自己的意

愿发展。但是，许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于是有人把贫困的原因全部归结为个人。其实，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给人们提

供让人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条件。许多贫困人口在竞争中失败是因为接受教育程度低，还有些是因为生病致穷。社会没有

给他们提供和其他人一样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医疗保障的机会。当然，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同，有许多机遇性与偶然性，

但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把这些危机的因素降到最低的限度。 

  仅仅医疗保障这一方面，200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

的医疗保险，大约1/4的受访者曾经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过医疗。2005年春，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有约

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有7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还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不

是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地得到。农民工的工作条件最艰苦，却是很少有保障。 

  机会决定了人的一生的命运。南非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说过，如果我不是一个白人，我就进不了图书馆，我就不可

能读书，就不可能写作，于是就不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更为恶劣。机会的不平等比收入



分配的不平等更加难以让人接受。因为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智力有高低之别，但是，不能还没有经过测试或者进入

就先天夺去人的能力。比如城乡差别，农村人在平等地接受教育、接受其他福利服务上有着和城里人不同的待遇。机会

的不平等给没有机会的人投入社会，走向人生，甚至基本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公民权的理论有极大的说服力。马歇尔说，公民的社会权利即享受福利的权利，福利的权利和社会公正的理

想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个理论，市场造成的贫富的结果不应该被接受，公民权的理论出示了给公民一个权利，由社会

资源给他们提供经济保障、健康和教育，而这些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与他们在市场经济上的地位无关。根据这个理论，

国家公共管理应该在政策设置上，为保障全体公民在接受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上被平等地对待。 

  2、 个人能力不同，但能力不公平表现在于权力与势力的决定作用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包括体力和智商，由此带来给社会的贡献不同，收入也不同。因此，不可能有

绝对的平等。但是，有另外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扩张会导致社会极大的不公平。英国经济学家陶尼对此有过解释。陶

尼（tawney）认为，能力能被解释为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个体，他们不愿意其他的个体或者群体来减弱他们的行为存在，

所以就希望施放自己的能力，以一些方式来缓和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能力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tawney, 1931:159）。能

力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上。根据这个解释，能力在中国也许应该更为具体地称之为势力或者权力。这个力量做出

的决定将影响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未来。陶尼这样讨论英国的不平等：不平等分布在国家水平上：政治的领导力量伴随出

身和财富的结合在英国是很平凡的事情；也在工业生产水平上：权威的集中，优先权和控制权在让他们处于特权的最高

点上；和在经过“特定的”领导者之间和熟人之间的分配；在规则的制定者和因这些规则而获益者的人们之间分配（taw

ney，1931:69-70）。 

  陶尼这样分析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英国人的生计被少数人的专制决定，而这个规章的制定是在没有人民大众

的声音的情况下制定。这些人为人民大众赖以寄身的经济确立目标、方法、战略和战术，负责人民大众的经济命运。这

些力量高踞在生产者之上，工人不能影响左右他们自己最密切生活的至关紧要的决定。如果工人有能力，为他自己负

责，能影响他的雇主的选择，并且表达他的烦恼，事实并非如此，他或许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解雇，因为银行不再贷款，

他的雇主已经决定关闭工厂，或许因为一个正当的要求而被当做一个煽动者。陶尼质问：当他接到通知离开的时候，他

的生计来路被断，此时他的工厂的管理者为他考虑过吗？他还是一个自由的工人吗？在经济上的力量的不平等还表现在

消费方面。陶尼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人吃自己磨的面粉制成的面包，仅花四十便士靠两个磨房在一起就够了。但是他吃

的肉由一个国际肉联机构提供；他住在的房子材料是被经济商控制；他抽的烟草来自一个联合公司；他的妻子缝纫的线

由第三者提供，而这第三者，财富已经到了八位数字，陶尼再次质问：当他的生活全被这些决定和控制的时候，他还感

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消费者吗（tawney，1931:172）？ 

  处在今天的中国，聆听陶尼的话语，感到并不陌生，中国和英国有类似和不同。虽然，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平均的

现实，消除了伴随出身带来的财富与权贵。市场经济带来了富裕，但是，这个富裕有着不平等的第一桶金。此时，企

业、商业与官员的结合，信息资源、人事关系、与材料供应甚至销售市场的优先的特权。甚至他们决定着价格，决定着

工人的命运。当那些垄断产业剥夺了其他人自由选择消费的时候，当那些农民工白干了一年，从包工头手中拿不到工资

回家的时候，人们焦虑与自己力量的薄弱。对这种力量的不均等，也被罗尔斯解释为权力或影响力。对峙于弱势群体，

也必有强势群体的存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

数据，大约6/10的人（61.5%）选择了“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 

  一个人的公民的自由部分地为环境所制约的。因为力量的不平等，所以，需要政治的民主。所以，国家福利是政治

民主的产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当市场经济带来极大的不平等的时候，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权



利的争取也是产生福利国的因素。人们组织起来，要求以集体的形式来共同分担风险与不幸，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为

资方、工会和国家三方的谈判来决定工人的经济命运和福利条件。而这个集体的责任通常由国家规划、提供或者调整，

或者通过国家投资的形式来完成，这就是国家福利的设计。于是，国家福利作为社会管理而出现。所以，阶级的团结和

联合是国家福利的政治基础。国家福利的产生，在政治上反映了行使公民的应用有的基本权利。 

  3、 社会分工不同，但地位不平等表示在尊贵和卑贱 

  不仅仅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富更有势力，由于不平等的地位和其象征，他们更加被人尊敬。陶尼说，统治阶层不应该

有权利让自己的行为和地位作为获得利益的自然储蓄室。富人自然地能够剥夺穷人，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么多的穷

人羡慕富人。陶尼分析英国，虽然它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在它的经济生活里，还是被阶级的优越和阶级的从属这样一个

陈旧的传统的有害的幽灵影响折磨着。 

  本来社会分工有不同，因此收入也会不同，经济状况不同，这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因为工作性质的因素，决定了某

些人的工作身份更加显赫或者尊贵。但是，这决不是说，人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造成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人本身有高低

贵贱之分。如果说，过去，干部和工人的身份造成了人们的不平等，国营企业的身份高于集体；工人身份高于农民。今

天，是经济的地位的不平等。 

  这种高低尊贵之分已经不是羡慕厌恶，仰视鄙夷的问题，今天在中国导致了贫富的对立的程度是仇富和反社会的现

象。在社会生活中，甚至收入的不平等可以经受，这种对人的羞辱造成的道德的倒退更加让人难以接受。这已成为社会

不安定的因素。 

  生命的尊严为物质所衡量。有钱人看不起穷人，有车组看不起步行的，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脑力劳动者看不起体

力劳动者。因此，不仅对他们的剥夺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些剥夺者来说，被剥夺的人是弱势群体，地位低下；还表现

在对这些个体生命的熟视无睹，张口粗言，没有温情，不尊敬他们，侮辱人格。比如，在北京发生教授的女儿和公交车

售票员“交战”致伤人命的事件，年幼的女孩看不起售票员，出口不逊，激起心怀怨气的公交人员的暴力行为。这样造

成的社会对立，造成被蔑视的群体的反社会的现象，将导致不堪的后果。人是平等的，人的尊严不可践踏。不可因分工

不同排列出不平等的地位。 

  蒂特姆斯说，个人和家庭的自尊和金钱有联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所以，蒂特姆斯在它的社会政策定义中阐述，国

家福利作为一个机构体制要保障每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满足其基本需要。在平等的国家福利面前，因为每个人又分，

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国家福利可以消除公民羞辱的感觉，消除了个人被挫败的感觉；对于富有者，国家福利强调了他

们的提供者和纳税人的地位，他们被表现了作为一个国家理想的公民的高尚的道德。所以，国家福利不仅表现了公平，

还体现了道德和理想。在这种社会体制下，人们享受到基本的保障，感觉到的是仁慈与关爱，怎能不是一个和谐的社

会。 

  以上的分析足以表明社会不公平就这样在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当一部分人在奢侈地浪费的时候，另一部分人的温饱

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的入学、就医和接受教育等基本的需求没有得到保障时。两极分化在扩大，富人和

穷人的矛盾因以上的种种不公正会被激化。中国存在着不公平，而靠市场经济不能缩小这个不平等，反而会扩大。马歇

尔说，社会阶级的不平等特征可以被具有平等性质的公民权来改造。社会需要公正，需要社会的团结和共同分担危机来

达到人类共同的富裕的理想。罗尔斯说，公平是政治或者国家体制的美德。所以，国家管理机制是消灭不公正的机构。

国家需要一个福利法规，通过税收和二次分配把浪费的资源分配给那些还没有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人。不是全部的不平

等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不公平的不平等应该被降低，而且尽可能地消除。这只能是制定社会政策，国家福利作为公正机



制来发挥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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